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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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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新媒体对公众认知产生负面影响并具有放大负面认知的效应， 这与新媒体

的接入与使用所造成的数字鸿沟紧密相关。 基于 ２０１３ 年 Ｐｅｗ 数据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数据， 选取中国公

众对公共议题认知的部分， 探讨数字鸿沟的三个细化层次即新媒体的信息接入、 信息获取和信息生产， 分

别对中国公众认知公共议题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 尽管传播技术的接入和使用的差异依然存在， 但真正

对中国公众认知产生影响的是更深层次的信息互动即信息生产。 新媒体信息生产越多的公众倾向于认为国

际和国内的公共议题处于越严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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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以来， 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改变着人类传播信息的方式， 新媒体传播打破了原有的时

空界限， 使人们对公共性事件的关注范围从地域性延伸至全球性， 如全球气候变化、 恐怖袭击、 核武

器威胁、 空气污染、 食品安全、 医疗保险等公共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的关注与热议。 全球化的

信息流动使得信息的隐瞒变得愈加困难，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事件， 在互联网的传播网络中也有可能吸

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甚至改变事件的走向， “孙志刚案” “辱母案” 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显然，
作为一种交互性的 “超媒介”， 新媒体已经成为个人表达观点、 意见、 态度、 情感等最重要的平台之

一。 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播与观点碰撞， 是形成有关社会公共议题的舆论的重要途径。 随着网民

群体规模的不断增大，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社会舆情、 公共意见的影响日益增强， 新媒体的传

播效果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 而探索其对公众认知所产生的影响， 也有助于政府的政策决策、
社会风险管理和掌握舆情动向。

公众对新媒体接触和使用是研究新媒体影响公众认知的前提。 有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在互

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里， 全球的数字鸿沟依然巨大并且一直在增长。 数字鸿沟往往被区分为接入沟

和使用沟， 前者是指数字技术拥有者与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差距， 而后者是指个体使用数字技术的

时间、 目的、 状态等之间的差异。 尽管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过半， 但作为信息工具的互联网， 个

体对其的使用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那么数字技术的接入与使用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公众对公共议题认知

的差异？ 由此， 本文意在探讨新媒体的接入与使用对中国公众认知公共议题产生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在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之前， 需要对两个问题进行梳理。 其一， 新媒体对公众认知公共议题产生的

影响； 其二， 影响新媒体的接入与使用差异的因素。
（一） 新媒体对认知的负面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媒体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作用。 电视媒介的接入频率会对美国民众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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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评价和感知产生负面影响， 收看电视频率越低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越高。［１］ 基于 ２０１１ 年中国

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 “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众形象调查”， 发现以互联网为最重要科技信息

获取渠道的公众， 对我国科学家在很多方面的评价都低于使用传统媒体的公众。［２］ 此外， 研究证明新媒

体接入与使用对受众的意愿、 行为等层面产生了负面影响。 对西北农村线下公共事物参与行为的研究，
发现新媒体接入强度对农村青年公共事物参与产生负向影响。［３］ 基于台湾地区传播调查资料库 ２０１２ 年

所收集的调查数据， 发现互联网的政治使用与台湾地区民众的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呈现显著的负

向关联性。［４］

　 　 值得注意的是， 新媒体不仅对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认知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且会放大这种负面认知，
特别是在涉及风险事件时。 “风险的社会放大” 理论认为： “风险通过信息系统和风险信号放大站 （个
体放大站和社会放大站） 而被放大， 产生行为反应， 行为反应转而导致超出原始危害事件的直接影响

范围的次级影响。” ［５］媒介天然具有放大潜能， 大众媒介尤其新媒体就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放大站。 从一

些社会风险事件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 新媒体的放大效应更为突出， 传统媒介则更为复杂。 在一些环

境风险议题中， 出现了民众的感知风险高于技术风险的现象， 并且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相比明显存在放

大风险信号的趋向。［６］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对 ＰＸ 项目的风险感知甚为敏感， 且有放大感知趋向。［７］

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新媒体对负面认知的影响可能放大也可能弱化。 通过分析以 ＰＭ２􀆰 ５ 为焦点的环境

风险经由微博这个新媒体所导致的社会放大过程， 发现微博平台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放大一些地区的风

险的同时也弱化了一些地区的风险。［８］因此， 基于目前的主要研究成果， 可以提出研究假设： 新媒体对

社会公共议题的认知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二） 新媒体的接入与使用

Ｎｏｒｒｉｓ 从作用范围的角度将数字鸿沟的概念分为全球鸿沟、 社会鸿沟和民主鸿沟， ｖａｎ Ｄｉｊｋ 认为接

入的概念可以分为物质接入、 使用接入、 技能接入和精神接入。 尽管命名不同， 但两者对数字鸿沟的

分类可以被归结为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这两个方面， 即接入沟和使用沟， 前者涉及上网设备、 接入网

络等信息基础资源， 后者则与互联网使用的具体行为有关。
大量研究集中在第一道的接入沟上， 经济因素是影响互联网接入的首要因素。 有研究从空间视角

探讨中国的 “数字鸿沟” 问题， 发现中国地理区域之间的 “数字鸿沟” 十分明显， 主要体现为特大规

模以上的城市与其他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差异，［９］侧面反映出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数字鸿沟。 除了经济因素

之外， 政府政策在改善因特网接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０］而在手机互联网的数字鸿沟的研究上， 通

过实证数据发现性别鸿沟、 收入鸿沟和年龄鸿沟成为手机互联网领域不同人群社会分化的新标志。［１１］ 事

实上， 数字鸿沟的概念在北欧国家中已经发生了变化， 造成数字鸿沟的最为重要和主要的因素其实是

使用互联网技能水平的差异。
数字鸿沟并非只与互联网的接入有关， 对互联网使用差异的研究也已经较为成熟。 基于意大利皮

埃蒙特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多元化的因素影响了互联网使用， 并得出三个结论： 其一， 女性上网

的活动和目的要少于男性； 其二， 受教育程度高和会英语的个体上网的活动和目的较多； 其三， 电脑

和互联网经验越多的个体上网的活动和目的越多。［１２］此外， 有学者把视野转向了群体因素的挖掘， 发现

社交是解释个体互联网使用差异的重要原因： 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往往趋同于周边社交群体的使用

模式。［１３］

在操作层面上， 早期关于互联网使用沟差异的测量主要涉及互联网使用时间、 互联网使用目的。
Ｊｕｎｇ 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互联网联系指标， 除了时间、 环境、 上网目的等尺度， 还增加了网络活动和

网络在生活中的中心性等尺度。［１４］国内研究对互联网使用的测量也包括了互联网使用时间、 互联网依赖

程度和互联网的内容偏好。［１５］可见现有研究对互联网使用沟的测量都停留在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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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向层次上。 互动是 ｗｅｂ３􀆰 ０ 时代的核心关键词， 因此互联网的使用沟不应缺乏个体在互联网中进行

信息互动如信息生产的测量。 本文提出将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的测量分为三个层次： 信息接入、 信息

获取、 信息生产， 从而进一步考察新媒体的使用中信息双向互动的影响作用。
新媒体的接入和使用上的差异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更确切地说， 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

人们对暴露在互联网中的公共议题的认知？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可知， 新媒体倾向于对公众的认知产生

负面影响， 且放大效应占据主流意见， 但新媒体影响公共议题认知的研究较少。 同时， 现有文献缺乏

对新媒体使用中信息双向互动的考察。 因此基于文献回顾与总结， 本文试图探究新媒体的接入和使用

差异与公共议题认知之间的关系， 并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 新媒体信息接入差异可以预测其对国际公共议题的认知。
Ｈ２： 新媒体信息接入差异可以预测其对国内公共议题的认知。
Ｈ３： 新媒体信息获取差异可以预测其对国际公共议题的认知。
Ｈ４： 新媒体信息获取差异可以预测其对国内公共议题的认知。
Ｈ５： 新媒体信息生产差异可以预测其对国际公共议题的认知。
Ｈ６： 新媒体信息生产差异可以预测其对国内公共议题的认知。

三、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ｐｅｗ 数据中心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至 ４ 月 ６ 日进行的

全球态度调查项目， 该调查项目是由普林斯顿国际调查研究协会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通过对中国公众进行电话访问和面谈访问获得的。 本次抽样调查覆盖中国东、 中、 西部

地区的 １２ 个城市、 １２ 个城镇和 １２ 个乡村， 最后获得的有效样本量为 ３２２６ 个， 抽样误差为±３􀆰 ５％。
（二） 变量测量

１􀆰 因变量

对于公共议题认知的测量， 以国际公共议题、 国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这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
对于国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的测量， 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认为一系列国际公共议题包括巴

基斯坦的政局动荡、 朝鲜的核武器、 伊朗的核武器、 全球气候变化、 伊斯兰极端组织等对中国的威胁

程度， 共 ５ 个问题进行测量 （ａｌｐｈａ ＝ ０􀆰 ６９４）， 答案采用三级量表编码 （１ 表示不是威胁， ２ 表示较小威

胁， ３ 表示较大威胁）。
对于国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的测量， 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认为一系列国内公共议题包括空

气污染、 商人腐败、 工人工作条件、 失业状况、 食品安全、 水污染、 工业制成品质量、 医疗保险、 教

育、 犯罪、 官员腐败、 老年保险、 药品安全、 交通、 电力短缺、 物价上涨、 就业危机、 贫富差距、 公共

债务等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 共 １９ 个问题进行测量 （ ａｌｐｈａ ＝ ０􀆰 ８５９）， 答案采用四级量表编码 （１ 表

示不是问题， ２ 表示小问题， ３ 表示比较严重的问题， ４ 表示非常严重的问题）。
２􀆰 自变量

为了分析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情况， 本研究将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情况分为新媒体信息接入、 新

媒体信息获取、 新媒体信息生产三个细化指标进行测量。
对于新媒体信息接入， 通过两个显著相关的题项来测量 （ ｐ＜０􀆰 ０１）， 询问受访者是否接入互联网、

社交网络 （是 ＝ １， 否 ＝ ０）。 对于新媒体信息获取， 通过三个题项来测量 （ ａｌｐｈａ ＝ ０􀆰 ７９２）， 询问受访者

是否通过网络获取政治观点和信息、 消费信息、 健康信息来测量受众的新媒体信息获取情况 （是 ＝ １，
否 ＝ ０）。 对于新媒体信息生产， 通过三个题项来测量 （ ａｌｐｈａ ＝ ０􀆰 ７１５）， 询问受访者是否通过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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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政治观点、 音乐观点、 宗教观点来测量受众的新媒体信息生产情况 （是 ＝ １， 否 ＝ ０）。
３􀆰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人口变量， 主要包括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年龄 （Ｍ＝ ３９􀆰 ８）、 教育程度 （１－

８ 代表小学以下到博士 ８ 个区间）、 婚姻状况 （已婚 ＝ １， 未婚 ＝ ０）、 家庭月收入 （有 １５ 个区间， ５００ 元

以下 ＝ １， ２００００ 元以上 ＝ １５）、 地区 （东部 ＝ １， 中部 ＝ ２， 西部 ＝ ３）、 城市化 （城市 ＝ １， 城镇 ＝ ２， 乡

村 ＝ ３）。

四、 研究发现

在该调查样本的 ３２２６ 人中， 分布特征为： 男性占 ５０􀆰 ７％， 女性占 ４９􀆰 ３％； 年龄范围在 １８ 到 ６８ 岁

之间 （Ｍ＝ ３９􀆰 ８， ＳＤ＝ １２􀆰 ４９）； 婚姻状况统计中已婚的有 ８７􀆰 ６％；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其中学

历为初中的受访者人数最多， 占 ３５􀆰 ４％， 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 １９􀆰 １％，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１５􀆰 ３％； 家庭月收入在 ４０００ 元以下的占 ３８􀆰 ６％， ４００１—８０００ 元的占 ４７􀆰 ５％； 东部地区占 ４０􀆰 ９％， 中部

地区占 ３２􀆰 ４％， 西部地区占 ２６􀆰 ８％； 城市的占 ３５􀆰 ２％， 城镇的占 １９􀆰 ３％， 乡村的占 ４５􀆰 ５％。 此外， 新

媒体信息接入 （Ｍ＝ ０􀆰 ４０， ＳＤ＝ ０􀆰 ５９）， 新媒体信息获取 （Ｍ ＝ ０􀆰 ７８， ＳＤ ＝ ０􀆰 １６）， 新媒体信息生产 （Ｍ
＝ ０􀆰 ７９， ＳＤ＝ ０􀆰 １６）。

为了对新媒体接入与使用和公共议题严重性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 将国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

认知和国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分别作为因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并将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

状况、 家庭月收入、 区域、 城市化等人口变量， 以及新媒体信息接入、 新媒体信息获取、 新媒体信息

生产共四组变量， 分组依次输入方程。
表 １　 预测中国公众对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

国际公共议题严重性认知 国内公共议题严重性认知

性别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年龄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教育程度 ０􀆰 ０８９ ０􀆰 １３８∗∗

婚姻状况 ０􀆰 ０６ ０􀆰 ０１３

家庭月收入 －０􀆰 ２１２∗∗∗ －０􀆰 ０３５

区域 －０􀆰 １６２∗∗∗ －０􀆰 ２３９∗∗∗

城市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１

Ｒ２ 增量％ ４􀆰 ６∗∗∗ ９􀆰 ０∗∗∗

新媒体信息接入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４

Ｒ２ 增量％ ０􀆰 １ ０

新媒体信息获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２

Ｒ２ 增量％ １􀆰 １∗ ０􀆰 １

新媒体信息生产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６∗

Ｒ２ 增量％ １􀆰 ５∗∗ ０􀆰 ９∗

Ｒ２ 总量％ ７􀆰 ３ １０􀆰 ０

　 　 注： 数值为标准回归系数，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

结果显示 （见表 １）， 人口变量组解释了国际公共议题认知的大部分的总变差 （Ｒ２ 增量 ＝ ４􀆰 ６％， ｐ
＜０􀆰 ００１）， 其中家庭月收入 （β＝ －０􀆰 ２１２， ｐ＜０􀆰 ００１）， 区域 （β＝ －０􀆰 １６２， ｐ＜０􀆰 ００１）， 说明所在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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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越发达、 家庭月收入越低的中国公众对国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越高。 也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国内

公共议题认知的总变差 （Ｒ２ 增量 ＝ ９􀆰 ０％， ｐ＜０􀆰 ００１）， 其中受教育程度 （β ＝ ０􀆰 １３８， ｐ＜０􀆰 ０１）， 区域

（β＝ －０􀆰 ２３９， ｐ＜０􀆰 ００１）， 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所在区域经济越发达的中国公众对国内公共议题的严

重性认知越高。 而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和城市化等人口统计因素并不能预测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
在新媒体的接入与使用方面， 有无新媒体信息接入和新媒体信息获取对国际和国内公共议题的严

重性认知并无显著影响， 但当控制了人口变量之后， 中国公众的新媒体信息生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国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 （β＝ ０􀆰 １２９， ｐ＜０􀆰 ０１），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

认知 （β＝ ０􀆰 １０６， ｐ＜０􀆰 ０５）。 尽管在这两个回归模型中， Ｒ２ 增量有限， 但方差分析显示这两个回归模

型的显著性均小于 ０􀆰 ０１， 说明运用这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 在相当程度上证

明了有新媒体的信息生产的中国公众倾向于认为所测量的公共议题处于更为严重的状态， 即新媒体的

信息生产对中国公众的公共议题认知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从多元回归分析的数据来看， 只有新媒体信息生产能够同时预测中国公众对国际和国内公共议题

的严重性认知。 因此， 研究假设 Ｈ５、 Ｈ６ 成立， 而研究假设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不成立。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论为新媒体的数字鸿沟与中国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补充： 尽管传播技术的

接入和使用的差异依然存在， 但真正对中国公众认知产生影响的既非信息接入， 也非信息获取， 而是

更深层次的信息互动即信息生产。 数据表明， 新媒体的信息生产对中国公众的公共议题认知产生负面

影响， 但新媒体信息接入和信息获取并没有产生这种作用。 新媒体信息生产越多的中国公众， 倾向于

认为国际和国内环境中的社会公共问题处于越严重的状态， 说明具有互动性的信息生产更为显著地影

响了中国公众的认知。
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区分了三种信息加工成分： 元成分、 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 操作成分要完成

任务或解决问题， 知识获得成分表现为将新获得的信息与记忆库中已有的知识相匹配， 元成分的功能

在于执行计划、 实行监控并对个体完成任务的结果进行评价。 相较于信息接入、 信息获取， 显然具有

互动性的信息生产使公众在信息加工过程中需要使用更多的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 导致公众对公

共议题的认知卷入度更深。 而在新媒体所建构的 “虚拟现实” ———追逐与放大社会负面信息的影响下，
新媒体的信息生产则加重了中国公众对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 此外， 数字鸿沟本身与知识沟效应的

联系紧密。 有研究对数字鸿沟的接入沟、 使用沟与知识沟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测量， 发现相对于互联网

接入而言， 互联网使用对于人们的知识获取有更大影响， 且呈现正相关。［１６］知识水平越高， 对公共议题

有关的信息就越了解， 有可能导致公众加重对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 知识沟与公共议题认知之间的

关系为何， 知识沟是否是新媒体与公共议题认知之间的中介变量， 这些有待后续的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 受教育程度、 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家庭月收入是影响中国公众对公共议题的严

重性认知的显著因素。 其中， 所在区域经济越发达、 家庭月收入越低的中国公众对国际公共议题的严

重性认知越高； 受教育程度越高、 所在区域经济越发达的中国公众对国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越高。
所在区域经济越发达而家庭月收入越低的中国公众， 相对剥夺感越高而消极情绪越多， 客观条件也限

制他们通过媒体以外的渠道了解国际公共议题， 情绪消极和缺乏切身体会可能导致他们对国际公共议

题的严重性认知更高。 所在区域经济越发达， 所爆发的空气污染、 商人腐败、 气候问题、 失业困境、
食品安全、 犯罪腐败等社会矛盾也越多， 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公众， 对公共议题更为关注和了解，
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多， 这可能导致他们对国内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更高。

此外， 作为一个二级分析数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与不足。 首先， 对新媒体信息接入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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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仅通过两个题项来完成， 测量信度有待提高。 对新媒体信息获取与新媒体信息生产的测量， 如果增

加与公共议题直接相关的信息获取与信息生产， 能显著提升新媒体的接入与使用的测量效果。 其次，
该数据中并没有关于 “传统媒介使用” 这一变量的测量， 因此本研究无法在排除传统媒介使用的影响

之后， 得出新媒体对公共议题认知产生影响的更精确的结论。 再次， 对公共议题的严重性认知的测量

可以更全面， 比如受访者认为这些公共议题更加严重的可能性、 对自身的影响程度等。 最后， 知识沟

是数字鸿沟的重要后果， 由于缺乏知识沟的测量， 本研究无法探查知识沟与公共议题认知之间的关系。
今后的研究， 可在更为精确地测量相关变量的基础上， 就新媒体对公众的公共议题及其他方面的

认知的影响进行探讨。 后续研究也可以就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进一步

探讨新旧媒体的接入与使用对公众态度、 行为等方面的影响， 还可以挖掘知识沟与公共议题认知之间

的关系， 证明知识沟是否在新媒体与公共议题认知之间产生中介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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